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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揭示符号和非符号空间−数字反应编码联合效应(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 

SNARC 效应)各自的发展规律及二者关系, 实验 1 以 36 名 6~7 岁儿童、59 名 7~8 岁儿童、69 名 8~9 岁儿童和 31

名成人为被试, 测查符号和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 发现符号 SNARC 效应在 8~9 岁儿童中才出现, 但非符号 SNARC

效应在 6~7 岁儿童中就已出现, 且跨年龄组(儿童和成人)的数据和针对儿童的追踪数据分析显示两种 SNARC 效应

在一定年龄范围内可能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此外, 对于同时出现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 8~9

岁儿童和成人来说, 符号和非符号 SNARC 效应相关不显著。为进一步探讨两种 SNARC 效应是否有相似的认知机

制, 实验 2 对 137 名 8~9 岁儿童进行为期半年的追踪, 测查其言语能力(语音意识、语音记忆和快速命名)、视空间

能力(视知觉和心理旋转)、工作记忆(言语工作记忆和视空间工作记忆)及符号和非符号 SNARC 效应, 结果显示: 言

语能力和言语工作记忆对符号 SNARC 效应预测作用显著, 视空间能力和视空间工作记忆对非符号 SNARC 效应预

测显著。这表明两种 SNARC 效应具有不同的认知基础。研究结果支持了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分离假说, 并

拓展了双编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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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数字对于人类的环境适应和生存至关重要, 如

对数字的敏感程度会影响一个人的计算能力甚至

决策情况等(Chen et al., 2014), 人类的数字编码及

其加工特点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其中, 一

个重要的方面是数字与空间的联结 (颜丽珠  等 , 

2022) 。 空 间 −数 字 反 应 编 码 联 合 效 应 (spatial- 

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 SNARC 效

应)被普遍认为是空间和数字表征之间存在紧密关

联的重要例证(Imbo et al., 2012)。它是指个体左手

侧对较小的数字反应更快, 右手侧对较大的数字反

应更快的一种现象(Dehaene et al., 1993)。这种现象

不仅出现在符号数字领域(Núñez-Peña et al., 2021), 

也出现在面积、音调等非符号领域(Prpic et al., 2016; 

Prpic et al., 2020)。过往很多研究者证实了数字与空

间的联结能力是数学技能发展的基石, 与个体更高

级的数量加工效率及复杂的数学技能发展关联密

切(Cipora et al., 2020; He et al., 2021)。因此, 明晰

SNARC 效应的发展特点及其内在机制不仅有助于

揭示数字的空间表征如何随年龄而变化以及符号

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认知基础的差异性, 丰富相

关领域的理论, 还可以为数量加工与数学技能相关

的教学实践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1.1  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发展特点 

尽管符号 SNARC 效应普遍存在, 但其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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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及发展规律尚不明确。例如, Berch 等人(1999)

以二至八年级美国儿童为被试, 采用奇偶判断任务

探究其符号 SNARC 效应的发展情况, 结果发现 9

岁儿童才出现符号 SNARC 效应, 且随着年龄的增

长, 该效应的强度会减弱。而 White 等人(2012)采

用相同的任务, 发现英国 7.5 岁儿童中就出现了显

著的符号 SNARC 效应。随后, Yang 等人(2014)发现

在中国儿童群体中 , 5.8 岁就已存在显著的符号

SNARC 效应, 且 SNARC 效应的强度并不会随年龄

的增长而产生变化, 该结果中符号 SNARC 效应出

现的年龄明显早于其他国家的儿童。但是 , 最近

Wu 等人(2020)在评估中国 8 至 10 岁儿童符号

SNARC 效应的发展情况时, 仅在 9 岁和 10 岁的儿

童中发现了显著的符号 SNARC 效应, 这一结果未

证实我国儿童符号 SNARC 效应出现更早。由此可

知, 不同研究者对于符号 SNARC 效应最早出现的

年龄及其年龄变化规律所得出的结论存在分歧。 

更重要的是, 前人研究多集中在符号 SNARC

领域, 很少有研究去系统探究非符号领域 SNARC

效应的发展特点, 更缺少符号和非符号 SNARC 效

应发展特点的对比。而非符号数量加工系统通常被

认为是一个基本而普遍的认知系统, 它能帮助个体

在没有语言或正式符号的情况下量化事物(Cheng 

& Kibbe, 2023)。因此, 探究非符号领域 SNARC 效

应的发展特点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个体数字−空间

联 结 能 力 的 发 展 。 但 目 前 仅 有 的 少 量 非 符 号

SNARC 效应研究还存在相反的结果。例如, Bulf

等人 (2016)发现意大利婴儿中存在显著的非符号

SNARC 效应。Nuerk 及其同事(2005)在德国成年人

群体中也发现了显著的非符号 SNARC 效应。而

Prpic 等人(2023)在英国大学生群体中同时探究符

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是否存在, 结果表明符号

任务中存在显著的 SNARC 效应, 而非符号任务中

并不存在该效应。Chan 和 Wong (2016)在以中国学

龄 前 儿 童 为 被 试 的 研 究 中 也 没 有 发 现 非 符 号

SNARC 效应的存在。 

综上, 在符号 SNARC 效应的发展特点方面, 

虽然有部分研究者在幼儿阶段发现了显著的符号

SNARC 效应(Yang et al., 2014; Zhou et al., 2007), 

但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符号 SNARC 效应通常出现在

已经开始接受正式数学学习的学龄儿童群体中, 受

到教育等的影响(Wood et al., 2008), 在 8~9 岁左右

稳定出现(Gibson & Maurer, 2016; Wu et al., 2020)。

由此可推测 8~9 岁可能是符号 SNARC 效应出现的

重要时期。在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发展特点方面, 

近期有研究者在婴幼儿, 甚至动物身上就观测到了

该效应(de Hevia et al., 2017; Gazes et al., 2017), 同

时 Ebersbach 等人(2014)也认为非符号 SNARC 效应

的存在可能独立于正式的阅读和数学学习, 由此可

见非符号 SNARC 效应可能在未正式接受过教育的

幼儿群体中就已经存在。 

此外, 通过梳理前人关于 SNARC 效应发展特

点的相关研究, 可以发现其所选取的被试群体往往

局限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年龄组; 更鲜有研究同时系

统探讨两种 SNARC 效应随年龄发展变化的规律。

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从数字空间表征

的角度澄清符号和非符号加工的关系, 也有助于较

为全面地了解个体数字与空间联结能力的发展特征。 

1.2  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预测因素 

有关 SNARC 效应的解释机制方面, 有研究者

从双编码(Gevers et al., 2010; Paivio, 1986)的角度

探究 SNARC 效应的影响因素, 认为 SNARC 效应

的发生发展既需要言语能力的参与, 也需要视空间

能力的参与。其中, 言语能力是指个体在对书面或

口语语言进行加工的过程中, 对语音信息进行运用

的能力(Wagner & Torgesen, 1987), 包含语音意识

(Phonological awareness, PA)、快速自动命名(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RAN)和语音记忆(Phonological 

memory, PM)三个成分(Yang & McBride, 2020)。语

音意识是指个体觉知和操作自己语言中语音成分

的能力(Krajewski & Schneider, 2009)。快速自动命

名是一种能够连续命名所熟悉的符号(例如字母、

数字等)的能力(Kirby et al., 2003)。语音记忆则涉及

到基于声音的表征, 进行的临时存贮和加工的能力

(Wagner & Torgesen, 1987)。极性理论支持 SNARC

效应中存在言语编码, 认为 SNARC 效应是源于语

言概念建立的联结, 如数字的“大”与空间的“右”等

相联, 数字的“小”和空间的“左”等相联(Gevers et al., 

2006)。有实证研究也发现语音编码是数字空间联

结的中介机制(Dollman & Levine, 2016; Fischer & 

Shaki, 2016)。例如, Jonas 等人(2014)选取了有无数

字空间联觉的个体对其施测符号奇偶判断任务, 结

果发现两组人在产生 SNARC 效应时, 都会受到语

言因素的调节。Imbo 等人(2012)则证实相比于视空

间编码方式, 言语空间编码在驱动符号 SNARC 效

应方面更具优势, 并提出数字空间联结的语音编码

机制在儿童早期就已出现。此外, Yang 和 McBride 

(2020)也证实言语能力会影响个体的符号数量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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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符号 SNARC 效应属于符号数量加工的重要方面, 

由此推测言语能力与符号 SNARC 效应密切相关。

然 而 , 目 前 少 有 研 究 关 注 言 语 能 力 与 非 符 号

SNARC 效应的关系, 因此言语能力与两种 SNARC

效应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性关系仍需要进一步探究。 

视空间能力是指个体表征、转换或生成视觉对

象的能力(Tosto et al., 2014; Van Garderen, 2006), 

视 知 觉 (Visual perception) 和 心 理 旋 转 (Mental 

rotation)是其中两个重要亚能力(Yang et al., 2021)。视

知觉是指个体处理视觉形式之间空间关系的能力, 

不涉及变换或操作; 而心理旋转则是指个体对空间

信息进行复杂或多步骤操作的能力。心理数字线理

论(Dehaene et al., 1993)强调数字信息视觉空间编

码的重要性, 认为个体会将数字依据其量级大小进

行空间编码, 使数字从小到大对应从左到右的空间

分布。但在少有的关于视空间能力与符号 SNARC

效应关系的研究中 , 结果并不一致。Bachot 等人

(2005)对比了视觉空间能力缺陷儿童与普通儿童符

号 SNARC 效应的情况, 发现符号 SNARC 效应仅

在普通儿童中出现, 这表明视空间能力可能是符号

SNARC 效应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 另一些

研究却发现不管是视空间能力中的视知觉(Gibson 

& Maurer, 2016)、还是三维心理旋转能力(Viarouge 

et al., 2014), 均与符号 SNARC 效应之间并不存在

显著关联。此外, 目前尚未有研究直接探究视空间

能力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关系, 但有较多研究

探讨了视空间能力和非符号数量加工之间的关系, 

例如, Zhang 和 Lin (2015)以及 Yang 等人(2020)的研

究结果显示视空间能力中的视知觉可以显著预测

儿 童 11 个 月 后 的 非 符 号 算 术 技 能 。 而 非 符 号

SNARC 效 应 是 非 符 号 数 量 加 工 的 重 要 方 面

(Ebersbach et al., 2014), 据此可以推测视空间能力

可能对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除了领域特殊性的言语能力和视空间能力, 近

年来 van Dijck 和 Fias (2011)提出工作记忆理论, 认

为 SNARC 效应直接源于数字在工作记忆中的空间

表征。具体而言, SNARC 效应的产生是由于工作记

忆中的数字序列的前/后位置与左/右空间形成联结

而产生的一条短时的、新的心理数字线。最近, 王

强强等人(2022)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该理论, 证实

数字在工作记忆的空间表征易受情境因素的干扰。

此前一些实证研究也发现儿童符号 SNARC 效应不

仅与视空间工作记忆显著负相关(Wu et al., 2020), 

也受言语工作记忆的影响(Herrera et al., 2008)。而

Deng 等人(2017)的研究同时探究了言语工作记忆、

视空间工作记忆与符号 SNARC 效应的关系, 结果

发现相比视空间工作记忆, 符号 SNARC 效应与言

语工作记忆关联更紧密。此外, 虽然尚未有研究直

接检验言语和视空间工作记忆与非符号 SNARC 效

应的关系, 但有研究表明视空间工作记忆与非符号

数量加工紧密关联。例如, 一项以 120 名 4 岁至 6

岁儿童为被试的阿根廷研究发现视空间工作记忆

与 非 符 号 量 级 加 工 之 间 存 在 显 著 的 正 向 相 关

(Formoso et al., 2017)。因此, 视空间工作记忆可能

对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符号与非符号加工系统的分离假说提出, 符号

系统和非符号系统相互独立, 符号数字加工依赖精

确 表 征 , 而 非 符 号 数 字 加 工 依 赖 于 近 似 表 征

(Sasanguie et al., 2017)。基于此, 本研究预期符号

和非符号 SNARC 效应可能具有不同的认知机制。

一些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该观点, 例如, Imbo 等人

(2012)发现相比于视空间机制, 言语机制在驱动 9

岁儿童的符号 SNARC 效应上更具优势。同时, 目

前已有许多研究证实言语相关认知因素与符号数

量加工之间关联密切, 与非符号数量加工之间不存

在相关(Yang et al., 2020), 视空间相关因素与非符

号数量加工之间存在紧密关联, 但与符号数量加工

之间相关不显著(Formoso et al., 2017; Gibson & 

Maurer, 2016; Yang et al., 2020)。而 SNARC 效应作

为数量加工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能也会出现与数量

加工研究相似的结果。 

1.3  本研究框架 

本研究首先试图在较大的年龄范围内探究符

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年龄变化规律。由于 6

岁左右是目前发现 SNARC 效应出现的最早的年龄

之一(Yang et al., 2014), 且学龄时期是儿童数学能

力发展的关键阶段, 了解该时期儿童数字空间表征

能力的发展情况尤为重要(Hoffmann et al., 2014), 

同时以成人作为参照组来更全面地探究 SNARC 效

应的年龄变化特点; 故研究一中选取 6~7 岁儿童、

7~8 岁儿童、8~9 岁儿童以及成人为被试。随后, 基

于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同时出现的关键年龄

阶段, 对其进行为期 6 个月的纵向追踪, 进一步明

确两种 SNARC 效应的预测因素以及二者认知机制

的差异。结合前述论证, 预期: (1)符号 SNARC 效

应可能出现在学龄期 8~9 岁儿童群体中, 非符号

SNARC 效应在 6~7 岁儿童群体中就已经出现。(2)符

号和非符号 SNARC 效应存在差异性预测机制,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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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说, 符号 SNARC 效应可能与言语能力、言语

工作记忆存在较大关联, 非符号 SNARC 效应可能

与视空间能力、视空间工作记忆相关联(具体假设

模型如图 1 所示)。 

2  实验 1: 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
应的发展特点 

实验 1 采用符号和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 探讨

符号和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发展特点及关系。 

2.1  实验方法 

2.1.1  被试 

设定中等效应量, 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下达到

80%统计检验力, 使用 G-power 软件计算每组样本

量应 ≥ 24 人, 故招募山东省烟台市龙湖小学 36 名

6~7 岁儿童(男生 19 名, 平均年龄 6.42 ± 0.47 岁)、

59 名 7~8 岁儿童(男生 30 名, 平均年龄 7.56 ± 

0.42)、69 名 8~9 岁儿童(男生 32 名, 平均年龄 8.40 

± 0.38 岁)和烟台大学 31 名成人(男生 15 名, 平均年

龄 21.76 ± 1.46 岁)为被试。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无色弱色盲, 同时智力正常, 

不存在学习障碍, 且均报告未参加过此类实。实验

开始前, 所有儿童被试的家长和成人被试均签署了

知情同意书。整个项目已通过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批(批准

号 : BJFUPSY-2023-005), 相关研究程序和内容符

合伦理规范。 

2.1.2  实验设计 

参照 Hoffmann 等(2014)人的研究方法, 进行 4 

(年龄组: 6~7 岁、7~8 岁、8~9 岁、成人) × 4 (量级: 

非常小、小、大、非常大) × 2 (任务类型: 符号奇

偶判断任务、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的混合实验设

计。其中年龄为被试间变量, 量级和任务类型为被

试内变量, 以右手平均反应时减左手平均反应时之

差(dRTs)为因变量。 

2.1.3  实验材料 

本研究中采用符号与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来

测查被试的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Nuerk et al., 

2005; Yang et al., 2014)。两个任务均要求被试判断

目标刺激(阿拉伯数字或点阵数量)是奇数还是偶数, 

随后记录被试左手和右手按键的反应时。 

符号奇偶判断任务: 任务刺激材料包括个位数

的阿拉伯数字“1”至“9” (不包含数字“5”) (Dehaene 

et al., 1993; Hoffmann et al., 2014)。每次呈现的目标

数字的字体为 Arial, 字号为 48。  

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 该任务刺激包括 1 到 9

的点阵图案, 但不包含“5 点的图案” (Nuerk et al., 

2005), 为了避免点阵的累加面积影响个体的数量

判断 , 本研究保持不同的点阵中点的累积面积不

变。具体而言, 从“1 点图案”到“9 点图案”中(不包

含 5 点图案)的每个点的直径为: 42.19 像素, 29.81

像素, 24.31 像素, 21.07 像素, 17.22 像素, 15.95 像素, 

14.91 像素, 14.08 像素。点阵图案的大小为 110×110

像素。 

2.1.4  实验程序 

实验任务中所有的视觉刺激均采用 E-Prime 

1.1 呈现。为了确保被试理解奇偶的概念, 实验者在

正式实验前向被试解释任务要求。在汉语中有两套

术语表示奇数和偶数。对于 6~7 岁和 7~8 岁儿童, 

实验者使用口语术语, 即单数和双数分别表示奇数

和 偶 数 , 这 也 是 教 授 幼 儿 奇 偶 知 识 常 用 的 方 法

(Yang et al., 2014)。对于其他年龄组, 则使用奇数和

偶数的表述。完成两项任务的用时大约 30 分钟。 

符号与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的练习阶段, 要求

被试判断出 10 以下的奇数和偶数, 共有 8 个试次, 
 

 
 

图 1  假设模型 
注: 将 T1 阶段的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作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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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被试在练习阶段的正确率要到至少达到 85%

后方可进入正式实验。在正式实验中, 参与者依然

被要求判断呈现的阿拉伯数字或点阵图案是奇数

还是偶数。每个参与者需完成两个区组(在区组 1

中, 规则要求被试按“A”表示奇数, 按“L”表示偶数; 

在区组 2 中, 规则要求的反应按键与区组 1 相反)。

在 300 ms 的注视点后, 8 个视觉刺激(符号奇偶判断

任务呈现阿拉伯数字 1、2、3、4、6、7、8、9; 非 

符号判断任务呈现点阵图案  , , , , 

, , , )随机呈现一个。在每个区组中,  

8 个视觉刺激各重复出现 4 次, 共有 32 个试次。每

个试次中刺激在屏幕上呈现的持续时间是直到被

试按下反应键或 5000 ms。随后在 1000 ms 的空屏

后呈现下一试次。被试间随机平衡了这两个区组的

出现顺序。被试在两个区组之间休息 2 分钟。每个

参与者均需完成符号和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 任务

施测顺序在被试间进行平衡。最后记录被试在两个

任务下左手和右手按键的反应时作为结果指标。具

体实验流程如图 2 所示。 

2.1.5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6.0 对实验结果的数据进行录入与

统计分析。删除被试错误试次的数据、反应时(RT)

短于 200 ms 的数据, 以及个体反应时高于或低于

组平均反应时 2.5 个标准差的异常值(van Galen & 

Reitsma, 2008)。实验 1 删除的异常值所占比例: 6~7

岁儿童为 7.60%、7~8 岁儿童为 4.83%、8~9 岁儿童

为 4.16%、成人为 3.03%。此外, 被试的平均错误

率和平均反应时(RT)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符号奇

偶判断任务: r = 0.08, p = 0.26; 非符号奇偶判断任

务 : r = 0.07, p = 0.35), 可 见 被 试 在 完 成 两 种

SNARC 效应任务时没有明显的速度−准确性权衡。 

此外, 本研究中采用两种常见方法来分析和检

验 SNARC 效应: (1)方差分析法: 参照 van Galen 和

Reitsma (2008)的数据处理方法。第一步, 将个体在

符号或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中对每个数字进行右

手反应的平均反应时减去左手反应的平均反应时

来计算个体的双手平均反应时之差(dRTs), 若右手

比左手反应快, dRTs 为负值, 反之则为正值。第二

步, 依据 Hoffmann 等人(2014)和 Tzelgov 等人(1992)

的做法, 为避免数字的奇偶属性对左右手偏侧化反

应可能造成的误差, 本研究将数量邻近但奇偶属性

不同的数字进行了整合, 将 8 个数字(1、2、3、4、

6、7、8、9)分为 4 个量级: 非常小(1, 2), 小(3, 4), 大

(6, 7)和非常大(8, 9), 每个量级的 dRTs 的值为是邻

近两个数字的 dRTs 的平均值。最后, 以 dRTs 为因

变量, 将量级和任务类型作为被试内因素, 将年龄

组作为被试间因素,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于

每一任务类型和年龄阶段 , 如果量级主效应显著 , 

则表示出现显著的 SNARC 效应(Wu et al., 2020)。 

(2)回归斜率法: 参照 Fias 和 Fischer (2005)的

方法, 以量级(非常小、小、大、非常大)为自变量, 各

量级上的平均 dRTs 为因变量, 进行回归, 得到其

回归斜率(Slope) (Yang et al., 2014)。随后采用单样

本 t 检验来检验特定年龄组的平均斜率(Slope)与零

的差异(Pan et al., 2019)。若回归斜率(Slope)为负且

与 0 有显著差异则表明出现了 SNARC 效应(Fias et al., 

1996)。 

2.2  实验结果 

2.2.1  各年龄组在两类 SNARC效应任务中的描述

统计 

4 个年龄组被试在不同任务类型中右手与左手

平均反应时的情况如表 1 所示, 此外, 通过描述性

分析还发现被试在符号奇偶判断任务中, 从 6~7 岁

儿童至成人 4 个年龄群体的平均错误率分别为

14.21%、14.40%、13.36%和 4.69%; 在非符号奇偶判

断任务中, 从 6~7 岁儿童至成人 4 个年龄群体的平均

错误率分别为: 13.69%、14.52%、12.14%和 3.31%。 

2.2.2  各年龄组被试的符号与非符号 SNARC效应

的方差分析 

为探究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年龄发展 

 

 
 

图 2  符号奇偶判断任务(左)与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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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年龄组在符号与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中的左右手平均反应时(ms) 

量级 反应手 
 符号奇偶判断任务 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 

 6~7 岁 7~8 岁 8~9 岁 成人 6~7 岁 7~8 岁 8~9 岁 成人 

非常小 

右手 
M 1629.90 1146.11 1062.31 613.06 1560.70 1124.46 1166.23 740.10 

SD 336.59 298.49 215.52 88.47 388.00 261.27 278.37 107.14 

左手 
M 1579.23 1039.76 930.81 531.05 1396.31 1049.99 1042.01 646.35 

SD 348.54 240.21 212.45 66.49 271.92 198.65 201.40 43.78 

dRT M 50.67 106.34 132.35 82.01 164.38 74.47 134.12 93.75 

小 

右手 
M 1778.45 1142.37 1040.21 581.29 1623.44 1137.55 1175.93 717.83 

SD 445.36 276.32 231.75 73.68 436.73 254.54 339.13 150.63 

左手 
M 1705.85 1140.12 970.47 537.19 1557.71 1097.82 1142.37 653.57 

SD 389.96 359.88 177.77 62.63 450.18 269.35 274.72 105.48 

dRT M 72.60 2.25 66.00 44.10 65.73 39.73 43.35 64.26 

大 

右手 
M 1839.24 1226.57 1032.03 541.04 1871.93 1529.89 1355.14 859.76 

SD 543.33 335.68 280.26 76.76 703.93 423.48 397.46 167.72 

左手 
M 1797.23 1207.98 1092.73 600.98 1980.72 1618.86 1544.99 935.03 

SD 542.33 290.52 239.77 80.67 712.47 441.28 475.06 254.15 

dRT M 42.01 18.59 −54.51 −59.94 −108.79 −88.97 −167.16 −75.27 

非常大 

右手 
M 1880.88 1238.13 985.64 532.51 1926.38 1536.89 1584.18 913.06 

SD 389.51 377.97 224.89 63.19 676.96 512.58 520.09 208.92 

左手 
M 1770.35 1121.94 1056.61 640.67 2127.60 1800.97 1697.88 994.68 

SD 383.87 272.76 239.75 107.38 708.18 564.96 421.46 235.54 

dRT M 110.53 116.18 −68.02 −108.17 −201.23 −264.07 −120.56 −81.62 

注: dRTs = 右手平均反应时−左手平均反应时。 

 

特点 , 以左右手平均反应时之差(dRTs)为因变量 , 

进行 4 (年龄组: 6~7 岁儿童、7~8 岁儿童、8~9 岁儿

童、成人) × 2 (任务类型: 符号奇偶判断任务, 非符

号奇偶判断任务) × 4 (量级: 非常小、小、大和非

常大)方差分析 , 结果显示 , 任务类型的主效应显

著, F(1, 114) = 11.09, p = 0.001, η² = 0.09。进一步事

后检验发现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的 dRTs 显著小于

符号奇偶判断任务(d = −61.31, p = 0.001)。同时, 年

龄的主效应不显著, F(3, 114) = 0.40, p = 0.75, 这表

明不同的年龄群体在奇偶判断任务中右手平均反

应时与左手平均反应时之间的差值不存在显著差

异。量级的主效应显著, F(3, 112) = 17.69, p < 0.001, 

η² = 0.30。具体而言, 在“非常小” (MdRTs = 104.76)

和“小” (MdRTs = 49.75)两个量级中, 个体右手平均

反应时与左手平均反应时之间的差值为正, 在“大” 

(MdRTs = −61.76)和“非常大” (MdRTs = −77.12)两个量

级中, 个体右手平均反应时与左手平均反应时之间

的 差 值 为 负 , 这 意 味 着 个 体 的 行 为 表 现 符 合

SNARC 效应的趋势(即对于较小的数字, 个体左手

侧反应更快, 对于较大的数字, 个体的右手侧反应

更快)。 

同时, 量级、年龄组和任务类型三者之间的交

互作用显著, F(9, 342) = 2.02, p = 0.04, η² = 0.05。为

了进一步明晰不同任务类型下 SNARC 效应的发展

情况,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对于符号奇偶判断任务, 年龄组和量级之间交

互作用显著, F(9, 342) = 2.12, p = 0.02, η² = 0.06。随

后对年龄与量级的二重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

析, 结果显示 8~9 岁儿童的量级主效应显著, F(3, 

47) = 9.52, p < 0.001, η² = 0.16。具体来说, 8~9 岁儿

童在“非常小” (MdRTs = 116.30)和“小” (MdRTs = 

82.25)两个量级中, 右手平均反应时与左手平均反

应时之间的差值为正, 在“大” (MdRTs = −79.81)和

“非常大” (MdRTs = −60.91)两个量级中, 右手平均反

应时与左手平均反应时之间的差值为负 , 这说明

8~9 岁儿童的行为表现符合符号 SNARC 效应的差

异模式, 即对于较小的数字, 个体左手侧反应更快, 

对于较大的数字, 个体的右手侧反应更快。成人的

量级主效应显著, F(3, 25) = 39.57, p < 0.001, η² = 0. 

59。具体来说, 成人在“非常小” (MdRTs = 99.16)和

“小” (MdRTs = 37.15)两个量级中, 右手平均反应时

与左手平均反应时之间的差值为正, 在“大” (MdR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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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和“非常大” (MdRTs = −103.11)两个量级中, 

右手平均反应时与左手平均反应时之间的差值为

负, 这说明成人的行为表现同样符合符号 SNARC

效应的差异模式。但 6~7 岁儿童[F(3, 33) = 0.34, p = 

0.80]以及 7~8 岁儿童[F(3, 32) = 0.60, p = 0.62]中未

出现显著的量级主效应, 这表明 6~7 岁儿童和 7~8

岁儿童未出现显著的符号 SNARC 效应。同时, 为

了进一步探究已出现两种 SNARC 效应的年龄群体

中该效应的强度是否存在年龄差异, 本研究以 8~9

岁儿童和成人为被试, 以年龄和量级为自变量, 以

dRTs 为因变量,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除量级的主效应显著[F(3, 74) = 15.52, p < 0.001, η² = 

0.39]外, 年龄组的主效应[F(1, 76) = 1.10, p = 0.30]

以及年龄与量级的交互作用[F(3, 74) = 0.49, p = 

0.69]均不显著, 这表明在出现符号 SNARC 效应的

年龄组之间该效应的大小不存在年龄差异。 

对于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 年龄的主效应[F(3, 

114) = 0.51, p = 0.87]以及年龄与量级的交互作用

均不显著[F(9, 342) = 0.68, p = 0.77]; 仅有量级的

主效应显著, F(3, 114) = 21.14, p < 0.001, η² = 0.15。

具 体 而 言 , 在 “非 常 小 ” (MdRTs = 122.54)和 “小 ” 

(MdRTs = 60.84.75)两个量级中, 个体右手平均反应

时 与 左 手 平 均 反 应 时 之 间 的 差 值 为 正 , 在 “ 大 ” 

(MdRTs = −98.68)和“非常大” (MdRTs = −173.35)两个

量级中, 个体右手平均反应时与左手平均反应时之

间的差值为负, 这意味着个体的行为表现符合非符

号 SNARC 效应的差异模式, 这些结果表明所有年

龄组均存在显著的非符号 SNARC 效应。 

2.2.3  各年龄组被试的符号与非符号 SNARC效应

发展的回归分析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和验证 SNARC 效应的发展规律, 

本研究参照 Fias 和 Fischer (2005)的方法, 进行量级

对其平均 dRTs 的回归分析 , 以获得每位被试的

Slope。如表 2, 结果表明, 在符号奇偶判断任务中, 

8~9 岁儿童[t(62) = −4.53, p < 0.001]和成人[t(30) = 

−9.86, p < 0.001]的 slope 显著小于 0, 6~7 岁[t(35) = 

1.06, p = 0.30]和 7~8 岁[t(51) = 0.87, p = 0.39]儿童

的 slope 与 0 无显著差异, 表明符号 SNARC 效应出

现在 8~9 岁儿童和成人群体中, 6~7 岁和 7~8 岁儿

童尚未出现符号 SNARC 效应(见图 3)。 

在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中, 所有年龄组的 t 值

均显著, 且所有年龄组被试的平均 Slope 均显著小

于 0, 这表明所有年龄组都出现了显著的非符号

SNARC 效应(见图 4)。 

同时, 为了证实方差分析方法中所得出的符号

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年龄差

异 这 一 结 果 , 本 研 究 将 同 时 出 现 符 号 和 非 符 号

SNARC 效应的 8~9 岁儿童和成人群体中每位被试

的 Slope 与其年龄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无论

是符号 SNARC 效应(r = 0.10, p = 0.15)还是非符号

SNARC 效应(r = 0.04, p = 0.71), 被试的 Slope 与年

龄之间的相关性均不显著。 

此外, 由上可知, 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

出现的年龄阶段不同, 非符号 SNARC 效应先于符

号 SNARC 效应出现, 为探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 如非符号 SNARC 效应是否能为符号 SNARC

效应的出现起到促进作用。本研究以同时存在两种

SNARC 效应的 8~9 岁儿童和成人为被试群体, 对

其在符号和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下所得到的 Slope

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无论是 8~9 岁儿

童(r = 0.13, p = 0.33), 还是成人(r = −0.03, p = 0.86)

群体, 符号 Slope 和非符号 Slope 均不存在显著相

关, 这表明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之间可能相

互独立。 

2.3  讨论 

实验 1 结果发现符号 SNARC 效应通常在 8~9

岁的儿童群体中开始出现, 但非符号 SNARC 效应

在 6~7 岁儿童甚至之前的年龄阶段中就已经出现, 

两种 SNARC 效应出现的年龄阶段不同, 这些发现

与前人研究的相关结果一致(Berch et al., 1999; van 

Galen & Reitsma, 2008; Wu et al., 2020)。由此可见

符号 SNARC 效应可能受到文化教育等的影响 
 

表 2  每种任务类型下斜率的单样本 t 检验结果 

任务类型  
年龄组 

6~7 岁 7~8 岁 8~9 岁 成人 

符号奇偶判断任务 
M ± SD 8.27 ± 46.66 6.40 ± 52.90 −26.60 ± 46.64 −29.90 ± 16.88

t 1.06 −0.87 −4.53*** −9.86*** 

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 
M ± SD −53.15 ± 75.89 −53.77 ± 73.85 −46.16 ± 78.69 −29.85 ± 30.31

t −4.20*** −5.50*** −4.84*** −5.48*** 

注: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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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年龄段的符号 SNARC 效应 
注: 横坐标为量级, 纵坐标为右手平均反应时减左手平均反应

时之差 

 

 
 

图 4  不同年龄段的非符号 SNARC 效应 
注: 横坐标为量级, 纵坐标为右手平均反应时减左手平均反应

时之差 

 

(Wood et al., 2008), 而非符号 SNARC 效应可能独

立于正式的数学学习与教学(Ebersbach et al., 2014)。

同时, 研究结果显示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

强度在一定年龄范围内可能均不会随着年龄的发

展而变化, 由此可知, 个体数字与空间联结的能力

可能在早期发展阶段就已经形成, 并在一定年龄范

围内保持相对稳定。 

此外, 实验 1 中还发现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 这些结果初步探究了符

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之间的分离关系。在实验

二将从认知机制的角度进一步验证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之间的分离关系。 

3  实验 2: 言语能力、视空间能力和
工作记忆对符号、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预测性作用 

选取实验 1 发现的同时出现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关键年龄段: 8~9 岁儿童为被试群体, 

采用追踪设计探究符号和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差

异性预测因素。 

3.1  实验方法 

3.1.1  被试 

以山东省烟台市龙湖小学和峰山小学 137 名

8~9 岁儿童为被试, 进行为期半年的追踪。首次施

测时间(T1)为 2021 年 7 月, 其中男生 70 人, 女生

67 人, 平均年龄为 8.43 ± 0.75 岁。第二次施测时间

(T2)为 2022 年 1 月。其中所有儿童均为右利手, 视

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并且智力正常, 不存在学习障

碍。被试均报告未参加过此类实验, 且与实验 1 并

非同一组被试。 

3.1.2  实验设计 

采用纵向设计, 对 8~9 岁儿童进行前后两次间

隔时间为 6 个月的追踪测查。 

以 T1 阶段的言语能力(快速命名、语音记忆和

语音意识)、视空间能力(视知觉和心理旋转)、言语

工作记忆和视空间工作记忆为预测变量, T2 阶段的

符号 SNARC 效应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为结果变

量, 同时将被试在 T1 阶段的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作为控制变量, 构建路径分析模型。 

3.1.3  实验工具 

(1) 汉字押韵任务: 用于评估个体的语音意识

(Zhang et al., 2016), 实验流程如图 5 所示。任务限

时 3 分钟终止, 共包含 120 次试次, 每个试次中刺

激呈现时间是直到被试按下反应键或 1500 ms, 随

后紧接着呈现下一个试次。在这个任务中, 两个汉

字同时出现在屏幕上。被试需要回答这两个字符是

否押韵 , 用“Q”键表示是 , 用“P”键表示否。此外 , 

在 该 任 务 中 为 了 控 制 被 试 的 猜 测 效 应 , 利 用

Guilford 校准分 S 作为儿童的最终成绩(Zhang et al., 

2016), 校正公式为: S = R−W/(N−1), 其中 R 表示

正确反应的题目数量, W 表示错误反应的题目数量, 

N 表示题目的选项数量。原始分数经矫正后的得分

范围为−120 至 120。该任务的 Cronbach’s α 信度系

数为 0.95。 

 
 

图 5  汉字押韵任务 
 

(2) 数字快速自动命名任务: 用于测查个体的

快速自动命名能力(Yang et al., 2019), 实验材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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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所示。该任务为一对一施测。在该任务中, 被

试会看到 8 个由 5 个不同的单位数数字组成的阵列, 

其顺序是随机的。这项任务要求被试以最快的速度

说出这些数字。同一任务进行了两次, 被试两次命

名这些数字的平均时间作为其快速自动命名任务

的最终成绩。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此外, 平

均命名时间为反向计分指标, 即个体对给定数字进

行命名的时间越短, 快速自动命名能力越强。 
 

 
 

图 6  数字快速自动命名任务 
 

(3) 顺序背数任务: 用于测查个体的语音记忆

(Baddeley, 2003), 任务示例如图 7 所示。以语音形

式随机呈现 10 以内的数字。在每个试次中, 被试会

首先听到提示音, 接着会以语音形式随机呈现 10

以内的数字, 每个数字播报 1 s。数字播报之后会进

入 5 s 的等待界面, 随后进入回忆界面, 要求被试

在答题框中按顺序输入自己听到的数字。正式实验

中, 数字个数的初始水平是两个。被试连续两次正

确反应, 播放的数字个数增加一个。当被试连续两

次反应错误, 实验任务结束。最终以被试连续两次

回答正确的最大数字量 n 作为个体的最终成绩。 
 

 
图 7  顺序背数任务 

注: 听到的数字数目为 n, 则请记忆的界面(即数字播报时间)为

n s, 如图播报 2 个数字则记忆界面为 2 s 
 

(4) 视觉空间关系任务: 用于测量个体的视知

觉能力(Zhang et al., 2016), 是视知觉能力测验修订

版(Gardner, 1996)的分测验。实验流程如图 8 所示, 

整个实验过程限时在 3 分钟以内, 共有 150 个试次, 

每个试次在 1200 ms 以内。在每个试次中, 包含 4

张没有具体的含义黑白线条图(屏幕左边显示 1 张

图片, 右边显示另外 3 张图片), 图片呈现时间为

400 ms, 任务要求被试快速判断左边的图片是否包

含在右边的 3 张图片中, “Q”键表示是, “P”键表示

否。此外, 在该任务中同样采用 Guilford 校准分数

S 作为儿童的最终表现(Zhou et al., 2020), 校正公

式为: S = R−W/(N−1), 其中 R 表示正确反应的题目

数量, W 表示错误反应的题目数量, N 表示题目的

选项数量。矫正后的得分范围为−150 至 150。该任

务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 
 

 
 

图 8  视觉空间关系任务 
 

(5) 三维心理旋转任务: 用以测查个体的心理

旋转能力(Shepard & Metzler, 1971), 实验流程如图

9 所示。整个实验过程在 3 分钟以内, 共包含 180

个试次。在每个试次中, 屏幕中会同时呈现 3 张三

维的图像 , 上方中央有一张 , 下方有两张(用于被

试进行选择), 被试反应或 1000 ms 以后, 图片消

失。任务要求被试在心理上将屏幕上方中央的图像

旋转一定角度后, 在屏幕下方的两张图片中选择出

与上方图像旋转后位置相匹配的图像, 按“Q”键表

示左边的图片, “P”键表示右边的图片。旋转的角度

为 15°, 30°, ... 345°, 间隔为 15°。采用 Guilford 校

准分数 S 作为儿童的最终表现(Zhou et al., 2020), 

校正公式为: S = R−W/(N−1), 其中 R 表示正确反应

的题目数量, W 表示错误反应的题目数量, N 表示

题目的选项数量。这项任务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 
 

 
 

图 9  三维心理旋转任务 
 

(6) 倒序背数任务: 用以测查个体的言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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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Passolunghi & Costa, 2016), 任务示例如图 10

所示。在每个试次中, 被试会首先听到提示音, 接

着会以语音形式随机呈现 10 以内的数字, 每个数

字播报 1 s。数字播报之后会进入 5 s 的等待界面, 

随后进入回忆界面, 要求被试在答题框中按倒序输

入自己听到的数字。正式实验中, 数字个数的初始

水平是两个。被试连续两次正确反应, 播放的数字

个数增加一个, 当被试连续两次反应错误, 实验任

务结束。最终以被试连续两次回答正确的最大数字

量 n 作为个体言语工作记忆的成绩。 
 

 
 

图 10  倒序背数任务 
注: 听到的数字数目为 n, 则请记忆的界面(即数字播报时间)为

n s, 如图播报 3 个数字则记忆界面为 3 s 

 

(7) 正序打地鼠任务: 用以测查的个体的视空

间工作记忆(Karbach et al., 2015)。任务示例如图 11

所示。该实验任务主要由记忆和回忆两个部分组成, 

每个试次开始后, 电脑屏幕中会先显示 5×5 的灰色

正方形方块, 在这些方块中会随机依次出现一定数

量的老鼠, 任务要求被试记住每个老鼠出现的位置, 

在 5 s 后, 电脑屏幕中会仅显示 5×5 的灰色正方形

方块, 任务要求被试在这些方块中按顺序回忆之前

老鼠出现的位置并用鼠标依次点击。正式实验阶段

中, 一开始出现的老鼠个数为 2, 任务难度会根据

被试表现不断调整, 当被试连续两个试次点击正确 

 

 
 

图 11  正序打地鼠任务 
注: 地鼠数量为 n, 则地鼠数量呈现的界面为 n s, 如图呈现两

个地鼠则地鼠呈现界面为 2 s 

时, 老鼠的个数增加一个。但如果被试连续两次错

误反应, 则实验结束。最终以被试连续两次回答正

确的最大的老鼠数量 n 作为被试视空间工作记忆的

成绩。 

(8) 符号奇偶判断任务与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 

同实验 1。 

3.1.4  实验程序 

在本研究中, 正序打地鼠任务、倒序背数任务、

顺序背数任务、符号与非符号奇偶判断判断任务采

用 E-Prime 1.1 进行 3~5 人团体施测; 视觉空间关系

分测验、三维心理旋转任务和字符押韵任务利用多

维心理网络平台(http://www.dweipsy.com/lattice/)进

行 3~5 人的团体施测; 数字快速自动命名任务使用

纸笔的一对一施测。 

每位被试在 T1 阶段均需完成正序打地鼠任

务、倒序背数任务、视觉空间关系分测验、三维心

理旋转任务、字符押韵任务、数字快速自动命名任

务、顺序背数任务、符号与非符号奇偶判断判断任

务这 9 项任务。所有被试可以在 1 小时内完成所有

任务。为避免顺序误差, 每组被试需完成的任务顺

序不同; 此外, 在每次任务结束后开始下一任务前, 

被试中间会休息 5 分钟以避免疲劳效应; 在 T2 阶

段被试需完成符号与非符号奇偶判断判断任务, 所

有被试在 30 分钟内可以完成这两项任务, 任务顺

序同样随机以避免顺序误差。 

3.1.5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录入、描述性统计分

析等, 删除被试错误试次的数据、反应时(RT)短于

200 ms 的数据, 以及个体反应时高于或低于组平

均 反 应 时 2.5 个 标 准 差 的 异 常 值 (van Galen & 

Reitsma, 2008)。并在剔除异常值后, 使用 EM 方法

对缺失值进行插补(Wu et al., 2020)。随后以言语工

作记忆、视空间工作记忆、视空间能力(视知觉和

心理旋转)和言语能力(快速命名、语音记忆和语音

意识)为预测变量, T2 阶段的符号与非符号 Slope 为

结 果 变 量 , 同 时 控 制 T1 阶 段 的 符 号 与 非 符 号

SNARC 效应, 采用 Mplus 8.3 进行路径分析。 

3.2  实验结果 

3.2.1  T1 阶段各变量与 T2 阶段符号、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如表 3 所示。此外, 

为了探究 T1 和 T2 阶段的 SNARC 效应是否有所变

化, 本研究还对 T1 与 T2 阶段 SNARC 效应的强度进

行了前后测的分析。结果显示, 无论是符号 SN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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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儿童在各变量上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结果(N = 137) 

任务 M ±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 T2 非符号 Slope −18.89 ± 72.70 −                   

2 T2 符号 Slope −13.37 ± 44.22 −0.06 −                 

3 T1 视空间工作记忆 3.42 ± 1.15 0.41*** 0.03 −               

4 T1 言语工作记忆 4.44 ± 1.70 −0.04 0.29** 0.35** −             

5 T1 语音记忆 6.39 ± 1.47 −0.03 −0.33** 0.16 0.18* −           

6 T1 快速自动命名 15.44 ± 4.04 0.03 0.34** 0.32** −0.15 −0.22** −         

7 T1 语音意识 31.67 ± 8.25 0.10 −0.28** 0.06 0.04 0.28** −0.12 −       

8 T1 三维心理旋转 13.42 ± 2.80 −0.37** −0.01 −0.08 0.11 0.03 0.13 0.08 −     

9 T1 视知觉 64.9 ± 33.45 −0.33** 0.15 −0.16 0.20* 0.10 0.17 0.14 0.30** −   

10 T1 非符号 Slope −12.64 ± 97.55 0.26** 0.02 0.23** 0.02 0.09 0.01 −0.13 0.24** −0.11 − 

11 T1 符号 Slope −9.39 ± 76.26 0.17 0.03 −0.02 0.17 0.06 0.19* −0.26** −0.03 −0.12 −0.06

注: (1)回归斜率 Slope 为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指标, SNARC 效应越强, Slope 分数越小。(2)认知变量中, 语音记忆及言语、

视空间工作记忆的单位为容量, 快速自动命名的单位为 ms, 其他变量均采用校准分。(3)*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01; *** 代表 p < 

0.001 

 

效应[t(136) = 0.58, p = 0.57]还是非符号 SNARC 效

应[t(136) = 0.79, p = 0.43], 在 T1 与 T2 阶段的前后

测中均不存在显著的强度差异, 这验证了实验 1 中

的结果, 即 SNARC 效应在一定年龄范围内可能不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 

3.2.2  T1 言语能力、视空间能力和工作记忆对 T2

儿童符号与非符号 SNARC效应的预测作用 

以 T1 阶段的言语能力、视空间能力、言语工

作记忆和视空间工作记忆为预测变量, T2 阶段的符

号 SNARC 效应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为结果变量, 

同时控制 T1 阶段被试的符号 SNARC 效应与非符

号 SNARC 效应, 进行路径分析。结果表明, 该模

型拟合指数良好(如图 12, χ2(79) = 1.61, p = 0.054, 

CFI = 0.94, TLI = 0.90, RMSEA = 0.07, SRMR = 

0.05。其中, T1 阶段的言语能力(β = −0.81, SE = 0.19, 

p < 0.001)可以显著负向预测 T2 阶段的符号 Slope, 

这意味着 T1 的言语能力正向预测 T2 的符号

SNARC 效应; T1 阶段的视空间能力(β = −0.63, SE 

= 0.10, p < 0.001)显著负向预测个体 T2 阶段的非符

号 Slope, 这意味着 T1 的视空间能力能够正向预测

T2 的非符号 SNARC 效应; T1 阶段的言语工作记忆

(β = 0.45, SE = 0.09, p < 0.001)显著正向预测 T2 阶

段的符号 slope, 这意味着 T1 的言语工作记忆负向

预测 T2 的符号 SNARC 效应; T1 阶段的视空间工 
 

 
 

图 12  路径分析模型图 
注: (1)模型采用回归斜率 Slope 作为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指标, SNARC 效应越强, Slope 分数越小; 此外, 控制了 T1 阶段的

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2)实线表示路径显著, 虚线表示路径不显著, 路径上的数值为标准化的回归系数。(3)**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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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记忆(β = 0.29, SE = 0.10, p = 0.002)显著正向预测

个体 T2 阶段的非符号 Slope, 这意味着 T1 的视空

间工作记忆负向预测 T2 的非符号 SNARC 效应, 模

型可以分别解释个体符号 SNARC 效应 62%的变异

和非符号 SNARC 效应 55%的变异。 

3.3  讨论 

实验 2 结果发现 T1 阶段的言语工作记忆可以

负向预测 T2 阶段符号 SNARC 效应; T1 阶段的言

语能力可以正向预测 T2 阶段符号 SNARC 效应; T1

阶段的视空间工作记忆可以负向预测 T2 阶段非符

号 SNARC 效应; T1 阶段的视空间能力可以正向预

测 T2 阶段非符号 SNARC 效应。该结果与 Yang 等

人(2020)的研究结论相似, 即言语因素与符号数量

加工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视空间因素与符号数量加

工 之 间 密 切 相 关 。 这 些 发 现 进 一 步 证 实 了 符 号

SNARC 效应和非符号  SNARC 效应可能具有不

同的认知机制, 是相互独立的。并且, 从实验 2 的

结果中也可以推测出: 基于奇偶判断任务所测量出

的符号 SNARC 效应可能依赖于数字信息的言语空

间编码, 而非符号 SNARC 效应则可能依赖于数字

信息的视空间编码。 

4  总讨论 

本研究通过采用奇偶判断任务探讨了 6~9 岁儿

童和成人群体中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发展

特点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随后, 基于实验 1 的结果, 

对同时出现两种 SNARC 效应的关键年龄阶段(8~9

岁)进行为期 6 个月的追踪测查, 深入探究了符号

和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影响因素, 并明晰了二者

内在机制的差异性。 

4.1  符号和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发展特点及

关系 

本研究发现 6~7 岁儿童中就已经出现了非符号

SNARC 效应, 但 8~9 岁儿童中才出现符号 SNARC

效应。这与大多数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Berch et al., 

1999; van Galen & Reitsma, 2008; Wu et al., 2020)。

不过与 Yang 等人(2014)和 Zhou 等人(2007)在 6 岁

左右的儿童中就已发现符号 SNARC 效应的结论不

同。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 可能是由于实验

所选取的样本群体不同。具体来说, Yang 等人(2014)

选择的被试群体来自北京, 该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

高, 所以这些儿童在家庭或幼儿园中可能受到过更

多的早期数学训练(Xu et al., 2013)。而本研究中所

选取的被试来自我国山东的一个地级市, 与教育水

平较高地区的儿童相比, 他们的早期数学训练和经

验 可 能 有 所 欠 缺 。 而 在 早 期 数 学 学 习 中 , 符 号

SNARC 效应出现的年龄可能会受到教育差异的影

响(Toomarian & Hubbard, 2018)。另一方面, Yang 等

人(2014)和 Zhou 等人(2007)的研究较早, 其研究结

果具有时间限制, 在目前教育环境中可能不适用。

例如, 近年来, 我国政府推行“双减”政策, 要求幼

儿园不得开设小学知识课程, 因此幼儿很可能没有

接触到正规的小学数学方面的内容, 从而导致他们

在符号奇偶判断任务中表现不佳。 

其次, 本研究发现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

所出现的年龄阶段不同, 非符号 SNARC 效应在幼

儿群体中就已出现, 这与之前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

(Aulet & Lourenco, 2018; Di Giorgio et al., 2019)。目

前学术界也普遍认为, 在接受正式教育之前, 儿童

可能会先发展出一个负责非符号数字加工的近似

系统(Cheng & Kibbe, 2023), 并且儿童的非符号数

字加工能力与空间加工能力相互影响(Deng et al., 

2018; Lourenco & Longo, 2010)。同时, Patro 和

Haman (2012)以及 Ebersbach 等人(2014)也认为非

符号 SNARC 效应的存在可能独立于正式的阅读和

数学学习。而符号 SNARC 效应需要个体具备加工

符号数字的能力, 这意味着符号 SNARC 效应会受

到文化教育等的影响(Wood et al., 2008), 其可能在

接受正式教育的学龄儿童群体中才会出现。另外,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奇偶判断任务, 出现 SNARC

效应意味着被试对符号或非符号刺激的数量进行

了自动化加工(Deng et al., 2018), 本研究中非符号

SNARC 效应出现更早的这一结果, 也与以往符号

和非符号数量自动化加工发展特点比较的研究结

果一致。例如, 以往研究表明 5 岁儿童仅表现出非

符号数量自动化加工, 而未表现出符号数量自动化

加工(Gebuis et al., 2009), 且 8 岁的儿童才能进行符

号数量自动化加工 (Girelli et al., 2000)。 

值得注意的是, 本研究发现 8~9 岁儿童和成人

之间符号或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强度均不存在年

龄差异, 即两种 SNARC 效应在一定年龄范围内不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该发现与 Yang 等

人(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与 Wood 等人(2008)

的研究结论不同, 他们发现 SNARC 效应的大小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造成这种结果差异的原因

之一可能是本研究与 Wood 等人(2008)在研究中所

选取被试群体的年龄阶段不同。Wood 等人(2008)

的元分析样本多为中年人或老年人群体, 并且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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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岁以上群体的数据点对其结果中 SNARC 效应强

度出现显著年龄差异的贡献较大, 但本研究主要关

注儿童和大学生。其次, 儿童和成人的 SNARC 效

应强度缺乏年龄差异的原因也可能是受到了练习

与抑制的双重过程的影响(Knoch et al., 2004; Yang 

et al., 2014)。具体而言, 一方面, 长期的练习可能

会增强 SNARC 效应的强度, 因为练习会加强数字

与空间之间的关联, 从而使两种 SNARC 效应的强

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而另一方面, 抑制能力

同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Wright et al., 2003), 

但这种能力的增长则极可能会削弱符号和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强度(Gevers et al., 2005; Wu et al., 

2020)。这意味着练习和抑制两个过程可能会相互

抵消, 从而使得符号和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强度

没有出现年龄变化。 

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符号和非符号 SNARC 效

应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联, 这说明二者可能相互独

立, 支持了非符号系统和符号系统相互独立的分离

假说, 即符号数字加工依赖精确表征, 而非符号数

字加工依赖于近似表征(Sasanguie et al., 2017)。第

二, 两种 SNARC 效应之间不存在相关也可能是由

于二者具有不同的认知机制, 例如, 在符号和非符

号数字加工的过程中, 激活的脑部区域不同, 符号

数字加工过程中会激活角回和缘上回, 而非符号数

字加工过程中会激活枕中回、脑岛和额上回(Peters 

et al., 2016)。 

4.2  言语能力、视空间能力和工作记忆对符号

SNARC 及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差异性预

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 T1 阶段(6 个月前)的言语能力和

视空间能力分别显著预测 T2 阶段(6 个月后)的符号

和非符号 SNARC 效应。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符号与

非符号数量加工的差异性认知机制一致(Yang et al., 

2020; Zhang & Lin, 2015), 即言语能力与符号数量

加工之间联系紧密, 而视空间能力则与非符号数量

加工之间密切相关。具体到数字空间联合编码领域, 

言语能力显著正向预测符号 SNARC 效应, 其原因

可能是在符号奇偶判断任务中个体需要对符号数

字进行语义加工, 而非直接对其数量或空间信息进

行加工(Yang et al., 2014)。在这种情况中 , 正如

Proctor 和 Cho (2006)所提出的观点, 个体对符号数

字和空间的加工可能会采取两极的语义编码形式, 

如对数字进行“小”或“大”的语义编码, 对空间进行

“左”或“右”的语义编码, 当数字中对应“小”的一极

与空间表征中对应“左”的一极产生了重叠或当数

字中对应“大”的一极与空间表征中对应“右”的一极

产生了重叠时, 就可能会导致符号 SNARC 效应的

产生。并且, 以往研究也已证实言语能力(包含语音

意识、快速自动命名、语音记忆)在个体加工符号

数字中的作用。例如, 快速自动命名通常被认为是

对存储在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访问率, 有助于识别符

号数字(Yang & McBride, 2020), 且符号数字加工

能力和快速自动命名能力都依赖于对符号形式(数

字)和语音形式(数字词发音)之间任意关联的学习

和检索; 而语音意识作为言语能力的重要成分, 需

要经过一定阶段的学习与发展来获得对语言符号

的掌握, 这与符号数字的学习加工过程类似, 二者

可 能 都 需 要 以 共 同 的 一 般 符 号 能 力 作 为 基 础

(Escobar et al., 2021); 同时有研究者发现语音记忆

有助于获得口语数字编码的语音结构, 并且符号算

术需要语音记忆来临时存储语音信息, 以便进行问

题解决(Noël et al., 2003)。由此可见, 符号 SNARC

效应作为符号数量加工的重要方面, 与言语能力之

间关联紧密, 并且言语能力对其可能存在促进作用。 

视空间能力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关系密切的

原因可能是在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中, 点呈现在空

间的不同位置, 而视空间能力可以有效帮助个体利

用视空间信息和相关资源来更好、更快地记忆点阵

的数量。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 视空间能力较高的

个体可能会采用一些视觉策略来解决非符号问题, 

如通过直观地估计点阵数量 , 快速确认点的多少

(Yang et al., 2020), 进而该数量的相对大小会更迅

速地自动激活其表征对应的心理空间位置。其中, 

视空间能力中的视知觉能帮助个体有效利用视空

间 资 源 , 快 速 识 别 非 符 号 点 阵 数 量 的 空 间 关 系

(Yang et al., 2020), 而心理旋转涉及图像的空间存

储和心理表征, 有助于数量的空间表征(Yang & Yu, 

2021), 由此可见二者有助于个体在大脑中快速识

别点阵的状态并激活非符号数量的空间表征, 促使

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产生。 

除了视空间能力和言语能力外, 本研究还发现

一 般 性 的 工 作 记 忆 能 力 也 能 显 著 预 测 儿 童 之 后

SNARC 效应的发展, 这扩展了双编码理论(Paivio, 

1986)。具体来说, 言语工作记忆能力弱的任务参与

者表现出更强的符号 SNARC 效应, 视空间工作记

忆能力弱的参与者表现出更强的非符号 SNARC 效

应。可见符号 SNARC 效应可能与言语空间编码相

关联, 正如 Deng 等人(2017)和 Gevers 等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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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符号奇偶判断任务下, SNARC 效应可能主要

受到言语编码的影响。非符号 SNARC 效应则可能

更多地涉及空间加工成分, 而非符号 SNARC 效应

可能主要与视觉空间编码密切关联。关于工作记忆

能力较低的任务参与者 SNARC 效应更强的解释可

能是: 个体在任务执行期间产生 SNARC 效应, 其

引入工作记忆中的序列位置来解释数字空间联结

现象, 即 SNARC 效应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工作记忆

中的数字序列的前/后位置与左/右空间形成联结而

产生的一条短时的、新的心理数字线。工作记忆能

力较强的儿童处理冲突任务规则的能力更强, 例如

与 SNARC 效应的方向相反的任务规则(按左键表

示大数, 按右键表示小数), 个体也能灵活应对。这

与 Wu 等人(2020)的研究结果一致。工作记忆的容

量较大时 , 个体自身能够加工的信息量就会增加 , 

进而可能会受到无关信息干扰, 从而使得 SNARC

效应较弱。 

综上, 言语能力、视空间能力、言语工作记忆

和视空间工作记忆对符号和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

差异性预测结果为符号与非符号数量加工的分离

假说再次提供了实证支撑, 表明两种 SNARC 效应

可能是相互独立的。 

4.3  研究局限 

本研究首次在较大的年龄范围内同时探究了

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发展规律, 并用追踪

研究探明了两者的差异性预测因素。突破了横断研

究中无法确定因果方向的制约。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 研究中只

采用了奇偶判断任务。SNARC 效应具有两种经典

测量任务: 奇偶判断任务和数量比较任务(Dehaene 

et al., 1990; Dehaene et al., 1993)。这两类任务可能

具有不同的模式, 会引发不同水平的数字量级处理, 

并且完成任务过程中所需的工作记忆资源也不同

(Deng et al., 2017), 未来研究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

任务来扩展本研究的发现。第二, 本研究中选取的

最小被试群体是 6~7 岁, 该年龄群体已表现出明显

的非符号 SNARC 效应 , 但目前并不清楚非符号

SNARC 效应是否存在于 6 岁之前的儿童群体中, 

未来研究者可以从更小的年龄群体中去验证非符

号 SNARC 效应的发展特征。第三, 本研究采用的

非符号奇偶判断任务来自以往经典研究(Nuerk et al., 

2005), 且形式相似的刺激材料的近期研究中也有

使用(Cutini et al., 2019)。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探究

非符号 SNARC 效应时应排除感数范围之内的非符

号数量材料(Nemeh et al., 2018), 否则可能会引发

非符号向符号转换的心理过程。未来研究可以排除

感数范围的刺激并采用数量判断等任务进一步探

究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年龄特点及认知机制。 

5  结论 

(1) 8~9 岁是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同时出

现的关键年龄阶段, 非符号 SNARC 效应先于符号

SNARC 效应出现, 且两种 SNARC 效应在一定年龄

范围内可能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 

(2) 符号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的认知机制存

在差异, 符号 SNARC 效应主要与言语工作记忆、

言语能力关联密切; 非符号 SNARC 效应主要与视

空间工作记忆、视空间关联密切。 

(3)符号 SNARC 效应与非符号 SNARC 效应相

互独立, 支持了符号与非符号加工的分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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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 (SNARC) effect is a phenomenon in which the 

leftward response is faster than the rightward response for smaller numbers, whereas for larger numbers, the 

rightward response is faster than the leftward response. Although the existence of the SNARC effect has been 

examined in many studies, most of these studies focused on the symbolic SNARC effect and neglected to 

explore the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symbolic and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s 

develop and wheth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cognitive mechanisms involved in these two effect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simultaneously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gnitive mechanisms 

of symbolic and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s to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number processing. 

In Experiment 1, a large-sample cross-sectional method was used with four age group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symbolic and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s. Thirty-six 6- to 7-year-old 

children, 59 7- to 8-year-old children, 69 8- to 9-year-old children and 31 adults performed the symbolic and 

non-symbolic parity judgement task. Experiment 2 was based on dual coding theory and the findings from 

Experiment 1. In this experiment, 137 children aged 8 to 9 years, the key age at which symbolic and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s are observed, were selected as participants and followed longitudinally for six 

month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two SNARC effects had similar cognitive mechanisms. Phonological ability, 

visuospatial ability, visual working memory and phonological working memory were measured at T1. At T2 

(after 6 months), the participants' symbolic and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s were measured. The symbolic and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s at T1 were controlled.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 emerged in 6- to 7-year-old 

children, while the symbolic SNARC effect emerged in 8- to 9-year-old children. Thus, the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 emerged earlier than the symbolic SNARC effect. (2)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age differences in 

the symbolic or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s. (3) For 8- to 9-year-old 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both symbolic 

SNARC effects and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s, these two effect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4) 

Phonological ability and phonological working memory at T1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mbolic SNARC effect at T2 but no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 at T2. Visuospatial 

ability and visual working memory at T1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 at T2 but no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mbolic SNARC effect. 

In conclusion, 8 to 9 years is the critical age at which symbolic and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s emerge 

simultaneously,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ize of the SNARC effects according to age. 

Furthermore, phonological ability and phonological working memory contribute to the symbolic SNARC effect, 

whereas visuospatial ability and visual working memory contribute to the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 These 

findings suggest a difference in the cognitive mechanisms of these two SNARC effects.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of the separation of symbolic and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s and extend dual coding theory. 

Keywords  symbolic SNARC effect, non-symbolic SNARC effect, cognitive mechanism,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 


